
此为工作稿 

1 
 

Peasant Agency and Community Mutual Aid: An Alternative to Capital and 

Market Dominance 

Zhanshuo Li 

Research Group of the Center of Consultation For Farmers’ Associations, 

Beijing, China 

lzs233896290@foxmail.com 

 

农民主体与社区互助：资本和市场主导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李展硕 

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综合农协研究组 

Received 28 August 2023  Accepted 1 December 2023 

 

Abstract: Formalist legal and economic theories axiomatically assume the “rational economic man” 

and the “inevitable optimal resource allocation by 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 thereby justifying 

the ownership of corporate entities by the holders of capital asset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guided 

by this formalist logic, predominantly serve the interests of capitalized large-scale peasants. In 

contrast, the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from mutual aid to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du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eriod reveal an alternative possibility diverging from formalist logic. This 

alternative centers on community-based rationality of small-scale peasant households, promo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y enhancing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through community mutual aid 

among smallholders to meet their collective production and living needs. This substantivist logic, 

grounded in mutual aid practices, can also provide direction for integrating small-scale peasant 

households into large markets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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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形式主义法学和经济学理论将“理性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市场必然实现资源最

佳配置”作为公理性的前提假设，据此赋予资本要素的所有者对企业法人的所有权。农民专

业合作社就是以形式主义逻辑为主导、服务于资本化大农户的合作组织形式。与之不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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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时期从互助到综合合作的组织实践，展示了不同于形式主义逻辑的另一种可能，即

以社区集体理性的小农户为主体，通过小农户间的社区互助，在满足共同生产、生活需求的

同时带来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农业的发展。这种从互助实践出发的实体主义逻辑

同样能够为当今小农户对接大市场提供方向。 

关键词：农民主体；经济理性与社区集体理性；市场与互助；大农户与小农户；形式主

义与实体主义；专业合作社与综合合作社 

 

在西方形式主义的理论预设中，小家庭农场通常被作为非理性和无效率的生产方式，必

然为规模化、资本化的大农业所取代，而破产的小农将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要素推动工业

化的生产。也就是说，农民被抽象化为一种服从于市场配置的生产要素而存在，成为一种被

动的客体。但是，中国的革命实践表明，依托于社区的小农户具有自己的理性逻辑并可以据

此组织社区的互助，其结果是在满足共同生产、生活需求的同时带动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形式理论的实体主义逻辑，也是一种在资本和市场主导之外实现小农主

体性的农业发展道路。 

一、 经济理性和社区集体理性 

（一）经济理性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这个假设中，人的行为是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而非出于其他非功利的道德目的。这一假设源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

《国富论》中对人的自利行为的表述，他认为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在无意中更有效地

增进了社会利益，如同无形中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一样（亚当·斯密，2021：428）。

在此基础上，约翰·穆勒（John Mill）借鉴了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原则，将

人预设为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小的劳动和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或奢侈品的经济人，从

而丰富了人的理性行为假设。（约·斯·穆勒，2004：140） 

在古典经济学之后，新古典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为逻辑前提建构经济学的理论体

系，其代表人物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均采纳了边沁

的功利主义原则。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以最小的痛苦为代价购买快乐，从而实现

最大化的幸福（斯坦利·杰文斯，1997：42-50）；马歇尔认为，“快乐”和“痛苦”是广义的

概念用法，将人的活动动机简称为“满足”的欲望并无不妥，因此用“满足”替代边沁主义

的“快乐”概念，“满足”的反义词就是“不满足”或“不利”（阿弗里德·马歇尔，2017：

15-16）。与新古典经济学同一时期出现的奥地利学派，同样以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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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认为人的行为符合自利的动机。但是，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该学派的理性经济人

假设主张每个人天生具有“行动自发力”，每个人对自利的认识都会随着自己的知识而异，

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黄春兴，2019：159-160） 

其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虽然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完全理性经济人，认

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必然受到认知能力限制。（奥利弗·E·威廉姆森，2007）但是，人的

“有限理性”仍然是在有限认知能力的前提下追求最佳利益，仍然无法摆脱功利主义的原则

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事实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之所以采纳“有限理性”的概念，同样是

为了以此为基础建构其理论体系：如果人是完全理性的个体，可以面面俱到地作出最佳的选

择，也就不会存在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也就没有存在必要；反之，人的理性受到认知能力限

制，只能在当前认知能力下作出最佳选择，就会尽可能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收益，也就出现

了产权。 

概言之，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人的“理性”分为强理性、弱理性和中等理性三个层次。

（奥利弗·E·威廉姆森，2007）其中，强理性是指人的行为对预期收益最大化的追求，这

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弱理性是一种有机理性（有组织的理性），这是经济学中奥地

利学派和进化论方法的主张；介于二者中间的是中等理性，即有限理性，是指人的认知能力

是有限的、很难面面俱到地作出预期收益最大化的选择，因此只能在有限认知能力的前提下

追求最佳的利益，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 

（二）社区集体理性 

然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理性只是对人的行为的假设，并非真实世界的全部。事

实上，依托于社区的小农在理性追求上与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完全不同，对此实体主义

理论进行过深入分析。 

恰亚诺夫从农民作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集合体出发，认为农民会在消费需求满足和劳动

辛苦程度之间进行衡量，在家庭消费需求满足的情况下，农民可能会选择从事辛苦程度低而

利润高的劳动。反之，在家庭消费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民可能会选择从事辛苦程度

高而利润低的劳动。（恰亚诺夫，1991：41-62）恰亚诺夫之后，经济史学家波兰尼在研究当

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时指出，在前现代社会中，维系社会纽带的重要性远高于追求个人利益

的重要性，因此，农民生产、分配等经济行为均是服务于整个社会关系的需要。在此基础上，

波兰尼总结了前现代社会生产和分配的三个行为原则，即互惠原则、再分配原则和家计原则。

（卡尔·波兰尼，2017：96-108）斯科特在恰亚诺夫、波兰尼观点的基础上对缅甸、越南农

民的经济行为进行的研究，提出了农民经济行为的“生存伦理”，即在生活的压力下，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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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会选择进行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衡量，他们会选择采取各种方式尽可能规避风险，以保

障家庭的生计（詹姆斯·斯科特，2001：5）。 

不同的实体主义理论学者对农民的理性认识虽然有所不同，但普遍认同农民是“社区集

体”理性者1，他们的行为目的在于维系社区共同的生产、生活需要，从最基本的家庭生计、

家族延续，到整个社区共同体的生产、分配平等以及生活关系维系，均是服务于这一需要。

费孝通曾使用“差序格局”的概念来解释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结构，指出传统社会是以个人

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展的私人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向内均是“自己的”关系，也就不存

在绝对公私的划分。（费孝通，2013：23-29）结合“差序格局”来理解农民的社区集体理性，

或许会更加清晰。无论是家庭、家族，抑或是整个社区共同体，均是以差序格局为结构形成

的社区关系中的一“伦”。小农会将社区关系触及的范围视为自己的关系，并努力维系其中

共同的生产、生活需要，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社区集体理性并不排斥个人对利润的追求，但社区共同生产、生活的需要是第一位的，

只有满足共同需要的前提下，个人对利润的追求才成为可能。当个人追求利润的动机与共同

的生产、生活需要相违背时，社区集体理性的小农会选择尽可能维系共同的生产、生活关系，

因而宁愿放弃更高的个人利润回报。 

二、 市场与互助 

（一）市场 

依据亚当·斯密的理论，人的自利动机，是市场机制形成的基础，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

追求，都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在无意中增进了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2001：

428）斯密的理论，经过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逻辑构建，最终衍生出了西方经济学的两个基

本假设——“理性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市场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假设。 

与直接继受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解释并对其形式演绎不同，在古典经济学之

后，新古典经济学家杰文斯和马歇尔将“市场”的研究重点从生产理论转到交换理论、从市

场供给转到市场需求以及供求平衡之上。杰文斯认为市场的供求规律就是效用变化法则的必

然结果，而这种效用变化的法则完全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其中，“效用”的概念，是指一个

人幸福的增加量，即所引起的快乐和所避免的痛苦之总和，它与人的需要有关系。（斯坦利·杰

 
1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使用“社区集体”的概念，不同于经营性质的公司制或股份合作制集体，也不同于公

共性质的人民公社制集体，而是兼具公共性和经营性、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义利并举”性质的集体。

“社区集体”更加强调社群的概念，它的基础是一定地域的人群之间互联互信的人际关系。参见杨团，2018：

40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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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斯，1997：29、54-58）马歇尔认为，市场价格是供求相互作用的结果，供给相对于需求的

稀缺性决定了商品的价格。生产者在多种可能的要素组合中会选择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即

生产要素供给成本最小而产出最大的生产方式。与杰文斯不同，马歇尔认为，效用（欲望）

是无法直接衡量的，只能通过外部方式间接衡量，衡量的方式是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而愿意支付的价格。（阿弗里德·马歇尔，2017）虽然二者在经济学的概念（如“效用”“欲

望”等）是否可以完全数学化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均以功利主义原则来理解市场中的理性经

济人，并认同经济人的效用变化形成的供求规律对市场价格的决定性作用，以此作为经济学

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公理假设。 

“理性经济人”和“完全竞争的市场必然导致资源最佳配置”的假设，同样适用于新古

典主义经济学家对于农业生产和交换的认识。如新古典主义者舒尔茨将传统农业中的农民视

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认为市场必然会引导传统农业生产要素实现最佳配置，因

而传统农业本身是有效率的，而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方式必须引入新的生产要素。

（西奥多•W•舒尔茨，2016：32-46）将农民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构成了农民

学传统中小农的形式主义理论面向。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后，新制度经济学对“市场”和“企业”的资源配置方式做出了

区分。科斯在《企业的成本》一文中指出，“企业”产生的原因是，“市场”价格机制存在成

本，这些成本包括发现价格（谈判、签约的成本）、价格机制的不确定性（短期契约的劳动

供给）等，即科斯所谓的“交易费用”。（罗纳德·科斯，2009：34-56）新制度经济学提出

“企业”作为“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性配置资源方式，虽然是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

理论范式，但仍然没有摆脱西方经济学的两大公理性假设。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企业”

作为配置资源的方式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于交易成本过高导致了市场失灵，而企业可以降低

交易成本、恢复市场机制。（阿尔奇安、伍德沃德，1998：152）也就是说，“企业”本身就

是一种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具体来说，在科斯的企业理论之后，阿曼·阿尔奇安（Armen 

Alchian）和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rtz）将“企业”表述为“收集、分配和销售投

入信息的专业化市场制度”（阿尔奇安、德姆塞茨，2003：132-134）；张五常将“企业”表述

为一种“要素市场”，与利用价格机制的“产品市场”相区分。（张五常，2003：140-144）实

质上，“企业”就是多种投入要素组合进行充分竞争、降低发现价格成本的竞争性市场机制。 

然而，西方经济学理论所预设的市场机制，实质上只是满足理性经济人追求资本利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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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的最佳机制。2市场会赋予不同生产要素以货币上的价值，等价交换以不同生产要素的

货币价值为依据。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一种生产要素的供给相对于需求处于稀缺状态，该要

素的货币价值就会高于另一种要素的价值，在等价交换条件下相同数量的该要素自然可以替

代更多的另一种要素。在当今跨国资本主义公司主宰的市场经济下，资本密集型产品相对于

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更高的价格，因而凭借资本的投入可以实现对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替

代，从而组织生产、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以此获取更高额的利润。（黄宗智，2022：123）  

（二）互助 

革命根据地时期普遍实行的互助，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方式，它可以

在平等满足共同生产、生活需要的同时提高效率。3具体来说，互助生成于传统社会生产要

素不足的条件下，是一种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来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机制。所谓“损

有余而补不足”，是指当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未达到“适度规模”

时，通过调整不同要素之间的有无、余缺，使要素间比例关系趋于合理、总体规模趋于“适

度规模”的过程。互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原因在于，“损有余而补不足”可以实现有限要

素的高效使用，即在给定生产要素的条件下，可以充分使用和节约使用生产要素。不同于现

代资本要素投入带来的要素生产率直接提高，这种生产效率的提高是被动的、间接的。同时，

由于社会接触可以引起劳动者的竞争心和精神振奋，互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生产效率

直接提高的效果。通过互助减少的要素占用时间和耗费数量可以用于开垦荒地、改良农作和

兴修水利，从而使农业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可能。 

互助是契合小农户社区集体理性的最佳机制。对于社区集体理性（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

化）的小农户来说，处于同一共同体内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不同生产要素并不存在价值

上的差别，只要有助于满足共同生产、生活需要，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均可以进

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交换，以充分使用或节约使用既有的生产要素。而如果在生产、交

换和分配中赋予单一资本要素过高的价值，反而会破坏共同的生产、生活关系。 

“互助 vs.市场”在要素配置机制上的不同，在高度商品化农业生产（如植棉）中展示

得更加明显。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供给相对于需求的稀缺性决定了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

格或供给者的收入，稀缺而需求较大的生产要素和产品（如陕甘宁边区的棉籽、棉田和棉花）

价格较高，由此吸引生产者供给更多的这种生产要素和产品（阿弗里德·马歇尔，2017：342）。

 
2 市场理论的产生，就是为了实现资本的最有效利用。参见[英]亚当·斯密，2021：426。 
3 关于互助的运行机制及效果，详见李展硕，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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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陕甘宁边区，商品化农业中生产要素之有无、余缺的调整（如棉田和粮田、粮食和

棉籽以及相应劳动力之间的调剂），并非价格机制调节下的“等价交换”。在新古典经济理论

看来，这种交换可能不具备效率优势，甚至与市场相悖。 

在陕甘宁边区，民众穿衣以土布为主，只有北部一些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冬季以皮衣

为主（黄正林，2008）。其中，生产布匹的主要原料是棉花。1939年开始，国民党封锁边区

经济，棉花、布匹的来源减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2016b：392-394）。因此，虽然粮

食价格逐年升高，但棉花和布匹的价格上涨率远高于粮价。1939-1945年间，延安市的粮食

与棉花、布匹的交换比例逐年降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2016b：330）。此外，根据

延安市西区一乡的调查，人们买布开支约占全年总开支的四分之一甚至更高（中国财政科学

研究院主编，2016c：157），这充分说明了边区人们对布匹的需求居高不下。在边区棉花和

布匹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下，为了保证布匹供应，边区政府于 1941年开始推广植棉（中

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2016a：443-444），同时号召组织民间纺织业，以实现布匹的全面自

给。 

推广植棉的过程中，困难在于棉田分配、棉籽缺乏、资本（农具、耕牛）不足以及劳动

力不足。其一，在棉田的分配问题上，主要原因是宜植棉土地的占有与劳动力数量、农户的

种植技术和意愿不匹配，即“有的农民已经失去了土地，有的虽有土地，但只宜种粮，不宜

植棉。有的虽有棉田，但劳动力缺乏。有的棉田过多，照顾不下，只得将棉田种粮”（中国

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2016a：470-471）。对此，解决办法是“公地调剂，私地交换”4，其

本质仍然是一种互助/调剂。其中，“公地调剂”虽然具有调剂的性质，但这是政府的划拨行

为，不属于农户间的互助调剂；而“私地交换”，则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调剂）的过程，

即通过调整棉田和劳动力的有无、余缺，来解决棉田占有与劳动力数量、农户种植技术之间

的不匹配状况。其二，对于贫农来说，拥有棉田还不够，还需要棉籽和资本（即农具、耕牛）。

解决棉籽缺乏的困难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私有籽种的互助调剂，即“鼓励农民拿粮食与

棉籽互相交换”，或者“鼓励农民将过多的棉籽向无棉籽的农户出借以至于出售”，需要注意

的是，这里农民将过多棉籽出借、出售的行为是一种不求高利润回报的互助行为，而非市场

价格机制支配下的交换行为；二是政府发放棉籽，即政府从本地或外地收购棉籽发放给棉农

 
4 “所谓公地调剂，即将公共棉田划出一部让与棉农种植，或取若干地租，或不取地租。所谓私地交换，即

向群众提倡：有粮田而愿植棉的与有棉田而只种粮的土地对调；有棉田而缺乏劳力的与有劳动力而无棉田

的伙种；有棉田过多的拿棉田与粮田过多的交换，或将棉田出租；棉田缺乏或没有棉田的向棉田过多或有

棉田而不植棉的承租。”引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2016a：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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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2016a：471）。其三，资本的缺乏则由边区银行发放的棉花贷

款解决，即“春耕之前，政府贷给棉农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农具，秋收后棉农拿棉花或棉纱折

价向政府偿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2016a：471）。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农业贷款（在

此包括发放种籽、贷给货币或农具）是劳动互助的一种补充（李展硕，2021：195）。其四，

植棉需要比粮食多一倍的劳动力5，为了扩大棉花生产，需要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边

区，一方面依靠调整土地、劳动力及其种植技术、意愿之间的有无、余缺，以满足植棉的生

产要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2016a：471）；另一方面，还需要动员“半劳动力”（妇

女、儿童、老人）参加生产，比如延川县存在至少 3 万半劳动力，相当于 1.5 万全劳动力，

1943 年为了扩大棉花生产，就采取了这一办法（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2016a：472）。 

从植棉的困难及其解决办法中可以发现，互助调剂是解决植棉难题的关键，即通过调整

棉田与粮田、粮食与棉籽以及劳动力的有无、余缺，实现粮食种植和棉花种植的适度规模。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在市场及其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小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利润

最大化为目标，必然选择供给成本最小而产出最大的生产方式，因而传统农业中的生产要素

必然实现有效率的配置（阿弗里德·马歇尔，2017；西奥多·W·舒尔茨，2016）。由于市

场及其价格机制受到供求关系的支配，要素的供给相对于需求的稀缺性决定了要素的价格，

具有稀缺性的要素价格更高，由此吸引该要素的供给增加（阿弗里德·马歇尔，2017：342）。 

对于理性的经济人来说，供不应求、价格更高的棉花及其制成品（布匹）是比粮食更加

稀缺的商品，而作为棉花的必要生产要素，棉籽、棉田的派生需求和价格会随着棉花、布匹

的直接需求及市场价格的增加而增加6。在这种情况下，棉籽、棉田比粮田、粮食的价值上

更高。然而，植棉中的互助调剂是农户在生产过程中棉籽与粮食、棉田与粮田的互换。这对

于理性的经济人来说，显然不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等价交换”，即使调剂使用的棉田、棉

籽是多余的，但这种多余生产要素的“互助”不可避免地降低棉花的供给价格，显然违背了

理性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事实上，“损有余而补不足”的互助实践与新古典理论

预期的不同在于，多余的生产要素对于社区集体理性的小农来说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而利用

其交换其他需要的生产要素不仅无损于自己，反而可以提高自己和他人生产上的效率、更好

 
5 种一亩棉花花全年不过费六个至八个工，比种一亩粮食费工约多一倍。参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

2016a：445。 
6 参见阿弗里德·马歇尔，2017：347-348。马歇尔在此以房屋和瓦泥匠为例说明直接需求和派生需求的关

系，如果泥瓦匠的劳动对于房屋的供给来说是必需的，如果消费者对房屋的需求弹性较小，且无法以略高

于均衡价格的价格购买到合适的替代品，那么房价的提高会导致建筑商为了获得额外利润而以更高的价格

竞购市场上泥瓦匠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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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满足自己和他人消费上的需要。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多余生产要素的交换可以获得

极高的边际报酬。 

三、大农户和小农户 

既有的农民学研究已经指出当前我国农户分化的现象，即根据农户所掌握的生产资料、

市场信息和人际关系等能力和关系方面的分化状况，将其分为“大农户”和“小农户”。

（ 仝志辉、温铁军，2009：13）这二者不仅在资本、规模、市场信息、人际关系等方面存

在差异，在理性的追求上也有所不同。 

大农户作为形式主义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这种理性假设

支配下，大农户实质上成为了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他们会权衡各种生产、交易安排，

从而作出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抉择。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传统不同，大农户可能是新古

典经济学理论中完全理性的个体，也可能是新制度经济学假设中的有限理性者。在前面一种

假设之下，大农户是可以面面俱到地作出符合预期利润最大化决策的个体，因此他们组织专

业合作社的目的不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是为了通过联合提高谈判地位、对抗行业上的垄

断。（Nourse，1992；Hogeland，2006：69）在后面一种假设中，大农户的“理性”受到认知

能力的限制，他们会在当前的认知能力下做出预期利润最大化的抉择，而专业合作社的组织

安排就是大农户的理性抉择，因为大农户可以通过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安排降低交易成本、实

现当前利润的最大化。（霍尔格•博纳斯，1998：220-230）形式主义的理性假设是以人人都有

富余做出理性的经济抉择为前提，同时假定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均可以

通过竞争性的市场机制赋予特定的货币价值。（卡尔•波兰尼，2017：123-132）但是，即使在

市场经济全球化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理性假定也并非真实世界的全部，农民学传统中

小农的实体主义理性就是另一种不同的维度，这是形式主义的农民理性理论分析的局限性。 

小农户则更符合农民学传统中小农的实体主义理论面向。对于小农户来说，对社区平等

的集体理性的追求与社区内社会关系维系的价值，远高于市场经济条件的个人利益。与追求

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大农户不同，在处于同一社区的小农户看来，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不同

生产要素之间不存在价值上的差别。因此，小农户之间的交换可以通过互助（而非市场等价

交换）形式作出，即要素之间可以进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交换，且不会违背小农户之间

的预期。 

但是，如果合作社的组织只是赋予单一资本要素过高的价值，那么组织合作社对于拥有

大量该要素的大农户更为有利，对于其他小农户则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盈余主要按照交易量返还，同时兼顾按照占有股份数额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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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仅依据生产要素中资本占有量多少进行盈余分配的规定，对于占有资本要素较多的大农

户更为有益，也就更容易吸引大农户按照该法组织专业合作社。7反之，对于小农户来说，

法律规定的盈余分配制度与小农户的社区集体理性是相背的，因此按照该法组织专业合作社

没有过多的吸引力，也就不会积极、主动地组织合作社。在这种情况下，小农户自然会被排

斥在该法规定的盈余分配制度之外，而其中规定的“农民”实际上只包含了实践中的“大农

户”。 

同时，面对农业企业和大农户在资本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小农户在与大农户、农业企业

的合作中可能成为出卖更多劳动者。既有的研究也已经指出当前农村中的“资本下乡”现象，

即随着农业的商业化、产业化，城市资本和农业资本结合、农业企业和大农户联合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城市资本和农业资本共同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而在资本占有方面弱势

的小农户则只能被动地服从于资本的利益，从而出现“大农吃小农”的现象。（仝志辉、温

铁军，2009：13-18） 

四、 形式理性法和实体理性法 

（一）形式理性法 

如果说形式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市场必然导致资源最

佳配置”两个假设，那么形式主义法学的理论前提可以说是权利的绝对性、必然性假设，由

此出发经由演绎逻辑来构建整个法学体系。这个前提假设经过市场理论及其制度的改造，最

终与功利主义原则和市场中的成本-收益相关联，从而实现了形式主义法学和经济学从一般

原理到具体概念的有机结合。 

形式主义法学发源于欧美，其代表是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概念法学和美国古典正统的形

式主义法学理论。德国古典概念法学的创始人普赫塔（Puchta）认为，法学应当从公理出发

逻辑严密地推导、创设上下层概念，籍此形成“概念的谱系”（弗朗茨·维亚克尔，2006：

387）。在普赫塔之后，温德海得（Windscheid）对私法的所有学理建构、释义学传统进行总

结，成为学术汇编学领域的集大成者，也代表了形式主义法学的完备。（弗朗茨·维亚克尔，

2006：426-427）在美国，“古典正统”法学理论的代表是兰代尔（Christopher C. Langdell），

 
7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价值在流通阶段采取“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两种形式，社会总资本总

处于两类资本的转化之中。参见马克思，2008b：60-63；2008c：297-298。 

其中，“商品资本”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被称为“营业资本”，即最终以货币形态表现的营业产品构

成。参见阿弗里德•马歇尔，2017年：67。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交易额形成的法人资本，本质上是基于

对土地使用权占有的多少而生产出的、与合作社交易并最终以货币形态表现的农产品数额，应当属于“营

业资本”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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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法律人可以从一般性的原则出发推导出适用于案件的正确规则，再将推导出的规则适

用于案件事实，从而决定案件的唯一判决。（托马斯·格雷，2014：38-50） 

在德国古典概念法学之后，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创立了新功利主义法学。他反对

用抽象的、一般性的公理来解决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问题，认为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和

社会两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然而，耶林在反对将个人权利作为一般性、前提性概念的同

时，将法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置于功利目的（社会总体生活条件的最优化）的支配之下（von 

Jhering，1924：380-381），他的整个理论也建立在另一种公理之上，即自然将人置于苦与乐

的支配之下，而人们均喜欢趋乐避苦、尽可能实现最大化的幸福。 

如果追本溯源，新功利主义法学继承了边沁功利主义法学的核心观点。在边沁看来，法

律中规定一方有义务做的事情，就是对方有权利要求该方去做的事情，如果对方不去做，那

么该方有权利请求对方受到惩罚。对于受到惩罚的当事人来说，这就是一种“痛苦”。（杰里

米·边沁，2009：228）法律几乎无法在不产生“痛苦”的同时提供“快乐”，这与权利和义

务的关系又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在边沁看来，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概念实质上是（基于苦

乐计算的）功利主义原则的表现。但是，边沁认为，法律提供的“苦”要多于它能够提供的

“乐”。因为给一个人带来快乐的东西，必然是从他人那里取走的，而失去一个东西的痛苦

要多于它所能带来的快乐，最终痛苦将总是多于快乐。（杰里米·边沁，2013：174）从边沁

理论来看，法律的职能更多地局限于惩罚，通过惩罚的痛苦将总是多于违法行为带来的快乐，

在趋乐避苦的动机下违法行为将被避免。但是，边沁并没有意识到在平等的交易关系中，苦

-乐将与权利的取得和义务的履行相关联，如果失去的痛苦大于取得的快乐，那么没有任何

人愿意进行这种交易，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取得多少东西，为此而失去的痛苦将总是多于

取得的快乐。与边沁注重每个个体幸福的最大化不同，耶林更加注重社会总体生活条件的最

优化，在耶林看来，每个人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在实现他人利益，而法律的目的就在

于实现这种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种平衡。但是，无论是功利主义法学，还是新功利主义

法学，其理论体系均是建立在一个公理之上，即自然将人置于苦与乐的功利目的考量之下，

人的行为受到了这一功利原则的支配。这可以说是形式主义法学的另一种体现。 

二十世纪出现的经济分析法学可以说是功利主义原则的最极端的体现，其代表人物是波

斯纳（Richard Posner）。波斯纳将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方式引入了法学理论当中，认为

人的行为在于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理性目的。（理查德·波斯纳，2002：60-76）如果违约的成

本小于违约的收益，或者说履行契约的损失大于违约的成本，那么就会存在违约行为。在此

就存在将权利-义务视作收益-成本的考量，对于违约者来说履行自己的义务就会成为一种成



此为工作稿 

12 
 

本负担，而违约的成本小于履行义务的成本，自然会存在违约的行为。从上述观点可以发现，

经济分析法学同样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理论体系，作为理论体系前提的公理是经济学中的“理

性经济人”假设，即将人置于成本和收益考量的支配之下。对于经济分析法学来说，成本-

收益的考量取代了功利主义的苦-乐考量，是抛弃了功利主义理论中一些不可预测、不可计

量的考量因素，因而可以将法学的理论建立在经济学的数理分析之上。（理查德·波斯纳，

2002：51-60）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分析法学同功利主义法学理论一样，同样是形式主义

的。正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其只不过是法学理论的“新正统”而已。（托马斯·格雷，2014：

86-88） 

虽然形式主义贯穿西方法学理论和制度的始终，但对法律中的形式主义进行提炼，并将

其与理性相结合，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贡献。依据韦伯的构建，法律的形式理

性是指法律完全依赖于体系内部一般性概念的演绎而自我运作、不受任何功利或伦理目的影

响的品质。（马克斯•韦伯，2011：218-228）在这种自我运作的体系中，作为一般性公理的法

律规范以“权利-义务”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其适用则完全依赖于演绎逻辑的运用。 

诚然，形式理性法是不受任何功利或伦理目的影响的法律体系，但这种以权利-义务结

构构成的法律体系与市场经济中理性经济人的动机相互契合，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功利主义

的工具。具体来说，理性经济人通过衡量成本-收益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以此指导自己的

行为，而成本-收益的经济考量与法律中权利-义务概念是相联系的。在法律上，一方享有权

利的同时意味着特定或不特定的相对方承担义务，在经济运行中则体现为一方获取收益的同

时需要相对方付出一定的成本，无论是债权法律关系，还是物权法律关系，均同样适用。在

债权法律关系中，一方的债权实现需要特定的相对方履行自己的债务，意味着一方的收益需

要特定的相对方为此付出成本，诸如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上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

即对应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债权-债务，并最终表现为企业的股东权益和企业的利润；在物

权法律关系中，一方的物权实现需要不特定的一切主体履行不妨害物权的义务，意味着一方

基于物权的收益需要任何不特定的主体付出必要的成本来防止任何对物权的侵害，诸如科斯

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及的养牛者与农民之间的案例，即是如此。（李展硕，2022b：

121-123）质言之，形式理性法更多地是契合市场经济发展、理性经济人出现而不断完善的

法律体系，目的在于通过激励个人的功利目的，来实现社会总体利益的最大化。 

（二）实体理性法 

与形式理性法相比，实体理性法也是韦伯建构的理想类型之一，但他对其并未过多阐释，

仅是在对社会主义法的研究中指出其实体理性自然法的特征，即将劳动程度作为财产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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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籍此反衬形式理性法的概念。（马克斯·韦伯，2011：308、310）然而，实体理性法

具备形式理性法所不具备的优点。所谓实体理性法，是指法律不要求设定普适的真理、原则

或概念，更不要求从一般性的法理、原则或概念出发对其项下的法律概念进行解释，而是将

抽象的道德理念、一般性的法律原则或基本的法律概念通过具体的事实来阐释，这是一种

“实用道德主义”的法律思维方式。与形式理性法不同，实体理性法可以避免法律因过于重

视形式和条文而违反实质法律精神的弊端，也可以避免法律因过于形式化、程序化而成为凡

事必分对错、“小事化大”的对抗性机制。（黄宗智，2015；2016） 

正如形式理性法与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相契合一样，实体理性法也与小农的互助和社

区集体理性相适配。小农的社区集体理性要求小农以满足其所依托社区的共同生产、生活需

要为首要追求。但是，小农的共同生产、生活需要，无法如理性经济人的成本-收益考量一

样在法律和经济上通过形式化的概念结构来表达。它本身是开放性的概念，必然随着实践而

变化，也只能在具体实践中才能得以阐释。因此，在法律的表达上只能对此作出概括性的规

定，需要法的实体理性化将概括性的规定在具体实践中进行具体判断。 

革命根据地的规范实践展示了实体理性的法律治理逻辑。首先，在根据地的规范文件中

规定了合作社的服务性组织原则，并根据服务性的程度对合作社的类型作出区分。所谓“服

务性”是指给农民以便利，即满足共同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2016c：276-278）同时，“服务”并不排斥“红利”的获取（中

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2016c：360），也就是说，“服务”是第一位，“分红”是第二位的。

这与小农户的理性追求是完全契合的，而且本身也是对互助运行机制的反馈、提炼。具体来

说，互助机制在满足小农需求的同时带来了整体要素使用效率提高。其中，对小农共同生产、

生活需求的满足激发了小农入股合作社的积极性、主动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则为合作社

提供了廉价的货物，前者解释了合作社以服务作为组织原则的原因，后者解释了合作社如何

在满足服务性要求的前提下确保适当分红。正因为服务性与小农的互助和社区集体理性相

关，陕甘宁边区延属专署《对合作社问题的初步意见》规定，完全服务性质的合作社和半服

务性质的合作社之区别，“由当地政府听取群众意见作决定”，这一规定得到了陕甘宁边区政

府的同意（朱鸿召编，2014：256-259）。将合作社的组织属性与农民主体的具体判断相结合，

是边区规范性文件的实体理性所在。 

再者，革命时期对地权主体和合作社所有权主体的规定，也体现了实体理性法的特征。

在根据地的规范性文件和官方表达上，“农民”是地权的主体，而主要由“农民”构成的“群

众”，也是合作社所有权的主体。但是，如果结合土地改革实践和合作社组织实践来理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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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概念，可以发现其与职业意义上的农民不同，并非包括所有从事农业的主体，仅包括

雇农、贫农和中农，不包括富农，其背后的逻辑是依据劳动程度对“农民”和“富农”作出

实质性区分，而劳动程度的判断则依赖于具体实践中对劳动收入来源的判断。与西方形式理

性法将法律主体作为权利-义务的集合体不同，这种对权利主体的构建完全是依据实质性的

原则作出规定，并且需要经过具体实践做出判断。（李展硕，2022c：70-77） 

五、 形式主义逻辑与实体主义逻辑 

（一）形式主义逻辑：对资本所有者配置企业所有权 

企业法人治理涉及对企业法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配问题。仅就现代企业所有权理论而

言，对企业法人的生产要素给予分红回报似乎成为共识。这源于西方经济学对资本所有者及

其权益的理解，通常将公司利润视为公司资本的收益，而公司为了吸引投资者，就需要赋予

其取得公司利润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还必须存在一个可观的风险溢价以弥补投资风险。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2012：501）与西方经济学理解不同的是，马克思（Karl Marx）将

资本家凭借对资本的占有而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视作剥削。资本家的资本经由再生产而保存

下来；劳动者付出的必要劳动时间，由资本家通过给付工资的形式得以补偿。但是，劳动者

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则为资本家无偿占有，这构成了资本要素的收入，

即利润（马克思，2008a：216-217、249-251）。可见，马克思的理论否定了经济学中对资本

要素回报的合理性，诸如分红等形式实际上是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

对合作制工厂抱有偏爱，因为合作制中劳动者自己是自己劳动的主人，因而剩余价值转化的

利润归劳动者本人所有，而不属于资本家。 

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John R. Commons）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是

对现实资本价值的一种体现，但是投资者（股东）享有企业所有权资格的实质是对未来预期

业务的净收入，而非物质资本的显示价值。（约翰·康芒斯，2003：204-205）马克思的观点

意在否定（西方经济学普遍认为的）利润作为资本回报的合理性，而康芒斯的观点则意在提

供一种合理解释，来认定利润作为资本的回报。 

在新制度经济学之前，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认为“利润是资本的报酬”。但是，企业在

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一直作为一种“黑箱”存在，其内部的法理和权利分配并未很好地得到研

究。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将“市场”与“企业”区分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科斯，2009：

34-56），有关于企业法人治理的相关理论才逐渐展开。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指出，对企

业的剩余索取权是激励监督者的一种制度安排，在企业中的各生产要素所有者在团队生产过

程中均有“搭便车”的动机，为了克服“搭便车”的行为，需要专门赋予个别成员专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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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员的职能，并通过赋予剩余索取权提高其积极性。（Williamson，1979）也就是说，除

资本要素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只是企业组织中的“搭便车者”，而资本要素的所有

者作为企业的监督者获得剩余索取的权利。实质上，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与此前的经济学观

点殊途同归，均意在强调资本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从而为利润作为资本的回报提供

合理的依据。二者的区别仅在于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的不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利润对资本的回

报，而是更强调企业法人内部的所有权配置，即通过将剩余利润索取权配置给资本要素的所

有者，不仅可以实现市场对资本的利润回报，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因为市场价格机制导致的交

易成本（如监督成本等）过高的问题。 

（二）实体主义逻辑：从互助实践出发的平等所有和平等分配 

与形式主义将资本作为利润来源的逻辑不同，对于小农户来说，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来

源于要素相对不足的小农户间的互助，而非资本要素的直接投入。因此，从实践出发可以发

现，因互助带来效率提高而增加的利润不应当只作为资本的回报，而应当视作社区共同生产、

生活的结果，是在满足共同需求的同时带来的适当回报；盈余也不应只对资本要素的所有者

进行分配，而应当首先满足社区共同生产、生活的需要，在此基础上的剩余可以进行适当分

红。但是，即使进行适当利润的分红，也不应仅依据资本要素投入多少分配，而应当将劳动、

资本、土地等各类要素的投入均视作对合作社的入股，在此基础上平等分配利润。比如，在

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曾根据对群众有利的原则扩大股金，包括公债、实物、包交公盐

公粮代金、分袜子、纺纱、信用等各种入股方式。（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2016c：72）

这种多种要素入股的方式可以保障小农户的平等所有和平等分配。在具体的盈余分配方式

上，南区合作社采取实体理性的服务性治理原则，其盈利会首先用于服务群众，即满足群众

需要、解决实际困难。这既包括在营业的内容和价格上的服务性质，如出售生活用品价格低

廉、借贷利息较低等，也包括提供医疗卫生、举办义仓、救济灾祸、调解纠纷、文化教育等

社会服务。（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2016c：278）在服务的基础上，南区合作社会兼顾

分红，且由于将群众投入的各类要素视作平等参股，同样会对红利进行平等分配。（张和堂，

2008：7-8） 

这种从互助实践出发的平等所有和平等分配，可能会遭受一种质疑：如果对参与互助的

小农户平等分配利润，那么可能会激励人口较多的农户进行分户，因为分户可以在平等分配

的条件下获取更多的利润。这完全是从形式主义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进行的理解，即把参与互

助的小农户视作（同合伙一样）可以随时散伙的个体结合，如果个体经营获得的利润高于合

伙经营下个人回报，那么散伙是更符合市场经济理性的选择。但是，对于社区集体理性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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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来说，分配利润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维系共同的

生产、生活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如果利润的分配导致分户的出现，这种创造利润的生产活

动将不会发生。正因此，一旦有人出现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个体私利动机，从家庭关系中脱

离出去，那么其他农民家庭会选择将其排斥在社区互助的系统之外，以避免家庭分裂以及整

个社区互助关系的破坏。 

六、 专业合作社和综合合作社 

（一）专业合作社的运行机制和治理逻辑 

新制度经济学对资本要素所有者配置企业所有权的主张，也诠释了专业合作社的运作机

制和盈余分配的治理逻辑。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资产专用性是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一

旦由于自身的有限理性、交易相对方的投机或其他不确定性问题，专项投资者与交易相对方

签订的合同不能如约履行或者不得不提前终止时，那么专用性资产的用途改变或者转给他人

使用都会存在生产价值上的损失。（奥利弗·E·威廉姆森，2004：78-84）当专用性资产的

投资对于创造盈余非常重要，而且专用资产的投资者对于是否能够使用资产很敏感时，将企

业的所有权配置给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者将会提高总体效率，因为这种产权配置将会增加专项

投资者的投资激励。（阿尔奇安、伍德沃德，1998：155-173；奥利弗·哈特等，2016：58-61）

依据上述理论，合作社也是一种企业形式——介于市场和层级结构之间的混合制企业组织。

这种组织类型同时具备市场的独立经营优势和层级结构的集体组织优势：合作社的独立经营

优势来源于边缘性专有知识的应用，这种专有知识相对于农业企业的生产来说处于边缘性位

置，可以与农业企业的生产加工过程相分离，因此农场主不能与农业生产企业组成纵向一体

化的组织，否则将在组织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难以获取更高额的利润回报；合作社的集体

组织优势来源于关键专用性资产交易的内部化，即通过对关键性专用资产所有者（即农场主）

配置企业的所有权，可以避免市场交易中投机者对其投资回报的侵占和剥夺。（霍尔格·博

纳斯，1998：220-230）质言之，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诠释了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在运作

机制上实行销售横向一体化的必然性，以及无法实现纵向一体化的原因；另一方面，新制度

经济学理论也解释了专业合作社实行按资本（或营业额）分配盈余的治理在逻辑上的关联性。 

在我国的实践中，大多数专业合作社首先是大农户为了避免相互竞争、提高谈判力量而

发起和组织的，以此获取更高的销售利润，而利润作为资本的回报，通过按交易额返还或按

占股数额分红的方式，分配给作为营业资本或货币资本所有者的大农户。再者，大农户通过

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包括因讨价还价而付出的谈判成本、为取得货源

而付出的搜寻成本、货源不稳定而存在的风险控制成本和可能损失等，从而获取更多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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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这与大农户作为形式主义理性经济人的动机是相联系的。在具体的概念结构上，专业

合作社的盈余分配法律制度采取权利-义务的形式理性法的设计，而权利-义务的基本概念与

市场经济中的收益-成本是直接相关的。因此，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大农户来说，自然会

选择尽可能获取更多分配盈余权利、减少承担义务的法律制度安排。 

实践中，依据主体构成和盈余分配方式的不同，我国专业合作社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

（1）全部由大农户组成的专业合作社，盈余按交易额返还，或按交易额返还和按占股数分

红相结合，利润只在几个有限的大农户间分配，如浙江省湖州市云鹤茶叶专业合作社、浙江

省温州市盛广獭兔产销专业合作社、浙江省诸暨市农发出口蔬菜专业合作社等；（2）由大农

户和小农户共同组成的专业合作社，盈余按占股数额分红，因而出资最多的大农户享有绝大

多数的可分配盈余，如仙居县仙绿土鸡蛋专业合作社等；（3）由大农户和小农户共同组成的

专业合作社，盈余采取按交易额返还和按占股数分红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大农户不仅可以享

有按交易额返还的盈余，还可以享有全部数额的股数分红，小农户只是在交易额返还中可以

分配部分盈余，但与占有土地规模较多的大农户相比，小农户可分配的盈余少之又少，且其

增量利润受到限制，如浙江省温州市雅发果蔬专业合作社等。除这三种类型外，“企业+合作

社+农户”的合作社组织模式，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因为在这种类型中，农业资本和企业资

本密切结合在一起，企业大多是由大农户建立的加工企业，也是大农户的主要利润来源，如

安徽省天方大山有机茶专业合作社、安徽省庐江县绿宝蛋鸭专业合作社等。（李展硕，2022b）

其中，大农户组织专业合作社的目的在于通过专业合作社将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进行标准

化、专业化的农产品生产，以保障加工企业的货源稳定、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形成品牌化的

优势、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而小农户为了满足标准化、专业化生产的需要，会投入更多的

劳动时间从事农产品生产。因此，这实质上是大农户和农业企业通过组织专业合作社的方式，

将与分散小农户的交易成本转变为小农户的劳动义务，是对小农户劳动的无偿占有。 

相对地，对于小农户来说，利润并非其首要追求，他们宁可放弃更高的利润回报，也要

获取稳定的共同生产、生活关系，进而解决共同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而不会在更高利

润的诱惑下组织专业合作社、脱离社区互助的共同生产和生活系统。比如，由三户乡村精英

牵头组织的皖北某村粮食合作社中，虽然小农户有权以更低价格购买农资、获取更高的利润，

但其利用项目资金修建的田间水利设施普遍属于粗制滥造工程（如机井没水、机耕道沙子铺

得太薄、平整农田没有按规定熟土还田等），无法为小农户带来共同生产上的便利、满足小

农户共同生产上的需求，致使他们意见较大，于次年秋收后纷纷退出了合作社。（冯小，2014：

176）不同的是，龙口市兰高镇后霍家村草莓专业合作社虽然主要由草莓种植大户组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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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合作社不仅在销售渠道上为小农户提供便利，而且在盈余分配上还将 35%盈余用于集体

社区的建设（如修路等），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继续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很高。（万文凯、戴

小燕，2019：161-167） 

质言之，专业合作社采取按货币资本或营业资本分配盈余的形式理性治理原则，与小农

户实体主义的社区集体理性相悖。在这种情况下，小农户不会积极、主动地组织专业合作社，

因而在专业合作社的盈余分配治理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或者被完全由大农户组织的专业合

作社排除在盈余分配法律关系之外，或者被动地承担更多的劳动义务而仅获得有限的盈余分

配、增量利润受到限制。因此，只有提供符合小农户理性追求的合作社组织形式，才能够激

发小农户的主体性，使小农户摆脱相对于资本的被动地位、客体地位。 

（二）综合合作社的运行机制和治理逻辑 

从互助实践出发的平等所有，可以解释综合合作社的运行机制和治理逻辑。综合合作社

的组织不仅要求生产、加工、销售、信用等多种合作的纵向一体化，以满足社区小农户共同

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多种需求；而且要求从社区基层合作向区域性合作延伸，以满足生产、

加工、销售、信用等“不同合作功能的最佳规模”8。在这种情况下，综合合作社的稳定、持

续运行，要求在满足需求的同时提高效率，因而必须建立在社区互助的基础上。换言之，只

有互助的运行机制可以在满足小农户彼此需求的同时带来整体效率的提高。因此，作为互助

机制的反馈，综合合作社的盈余分配治理原则应当是服务性的原则，即盈余首先用于社区小

农户的共同生产、生活需要，在此基础上兼顾平等适当的分红。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合作社实

践展示了这种从互助实践出发平等所有、平等分配的实体主义逻辑，可以将这种组织逻辑概

括为“从互助到综合合作”的过程。（李展硕，2022a：第 3、5章） 

一方面，在陕甘宁边区，组织综合合作社的资本、劳动力要素来源于小农家庭间的农业

互助。具体来说，小农家庭之间的互助带来了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通过互助节约的要

素占用时间和数量可以用于开荒、改良农作和水利，从而为农业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可能。在

此基础上增加的农业产出不仅可以满足农民家庭生计的需要，其剩余还可以用于工业合作、

运输合作等多种合作的资本积累，这构成了综合合作的资本要素来源。而且，农业生产不违

农时与手工业、运输业等副业之间存在矛盾，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的劳动力供给必然受

到农业生产季节性的限制，而互助不仅可以充分使用既有的生产要素，还可以节约生产要素

 
8 所谓不同合作功能的最佳规模，依据恰亚诺夫的解释，是指合作社试图实现的纵向一体化集中要求创立

一个商业和工业合作的整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合作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并且均以最优规模（optimal scale）

设立，且不同合作功能的最优规模各不相同。See Chayanov, 199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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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这些节约的生产要素为组织手工业、运输业的合作社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这构成

了综合合作的劳动力要素来源。 

另一方面，边区综合合作社的运行机制是互助机制，这在满足小农自给自足的同时，带

来了生产、运输、销售等方面的效率提高。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农业合作、手工业生产合作、

运输合作等各类合作组织均需要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组织资源支援战争的作用；其

二，发展经济巩固后方作用。前者要求吸纳一定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剩余投入公营工业生产、

公盐运输中，这就需要将农业、家庭手工业和运输业组织起来，并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后

者要求通过合作社组织的生产、运输、销售首先能够自给自足。而农业、手工业和运输业等

合作组织的互助机制在满足产品和收入自给自足的同时，带来了生产、运输等方面的效率提

高，因而可以产生一定的资本和劳动力剩余用于支援战争，从而解决了组织资源支援战争和

发展经济巩固后方二者之间的矛盾。 

结语 

本文指出了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两种不同理论模式下的合作社治理逻辑：其一，（新制

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理论主张将合作社法人的所有权赋予资本要素的所有

者，盈余主要按照资本要素的占有份额进行分配，这满足了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追求，是

服务于大农户的理论路径；其二，从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中借鉴，将合作社法人的所

有权赋予社区小农户的共同体，盈余首先满足社区共同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满足了实体主

义小农户的社区集体理性追求，是服务于小农户的理论路径。 

但是，第二种实体主义的理论模式不只是为了解决形式主义理论模式的弊端而呈现的智

识资源，它的理论发展具有广阔的前瞻性和可能性。在根据地时期的合作社演变中，已经出

现了适应市场初步发展的半服务性半营利性的合作社，这对于解决当今社区小农户对接“大

市场”的问题是个重要的启示。 

早在前苏联时期，实体主义理论的代表恰亚诺夫就已经在小农户对接大市场问题上提出

了“纵向一体化”的合作社理论模式，与之相对的理论就是斯大林的道路，二者之间的辩论、

交锋对当时苏联合作社立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最终斯大林的理论成为了前苏联合作社立

法的唯一理论依据，并籍此组建了服务于国家计划经济的集体农庄组织。中国在人民公社时

期同样模仿了前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立法思路和理论路径，最终的结果也证明完全放弃市

场经济的合作社理论是不可取的。反观恰亚诺夫的理论则对小农户对接大市场有所裨益。 

实体主义的盈余分配治理逻辑展示了不同于形式主义法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方向，它并不

是将理论建立在某些不可辩驳的公理之上，而是从实践中提炼相应的概念和理论。这种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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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义法学和经济学截然不同的概念和理论，可以称之为“合作法理和经（济学）理”。 

参考文献 

[英]阿弗里德·马歇尔（2017）：《经济学原理》，廉运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美]阿曼·阿尔奇安、[美]哈罗德·德姆塞茨（2003）：《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载盛
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阿曼·阿尔奇安、[美]苏珊·伍德沃德（1998）：《对企业理论的思考》，载[美]埃瑞克·G·菲
吕博顿、[德]鲁道夫·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 

[美]保罗·萨缪尔森、[美]威廉·诺德豪斯（2012）：《经济学（第十九版）》（上册），萧琛等
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费孝通（2013）：《乡土中国（修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冯小（2014）：《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以“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为例》，
《中国农村观察》第 2期，第 2-8+17页。 

[德]弗朗茨·维亚克尔（2006）：《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的发展为观察重点》，陈爱娥、
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 

黄春兴（2007）：《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一个学习架构》，载《南大商学评论》第 12辑，北
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黄正林（2008）：《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中共党史研究》第 6期，第 92-
100页。 

黄宗智（2015）：《道德与法律：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开放时代》第 1期，第 75-94页。 
黄宗智（2016）：《中国正义体系中的“政”与“法”》，《开放时代》第 6期，第 141-159页。 
黄宗智（2022）：《市场主义批判：中国过去和现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交易》，《开放时代》第 1
期，第 118-132页。 

[德]霍尔格•博纳斯（1998）：《作为一个企业的合作联合会：一份交易经济学的研究》，载[美]
埃瑞克•G•菲吕博顿、[德]鲁道夫•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上海财
经大学出版社。 

[英]杰里米·边沁（2009）：《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英]杰里米·边沁（2013）：《论一般法律》，毛国权译，上海：三联书店。 
[英]卡尔·波兰尼（2017）：《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美]理查德·波斯纳（2002）：《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李展硕（2021）：《互助的运行机制及效果——陕甘宁边区互助实践的研究》，载《中国乡村
研究》第 16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170-204页。 

李展硕（2022a）：《法经济学视域下的综合合作社：理论与历史》，中国人民大学 2022年博
士学位论文。 

李展硕（2022b）：《谁是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的受益者？——农户分化视域下的一项综
合分析》，载《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 22 卷，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05-128页。 

李展硕（2022c）：《革命根据地土地政策中的地权主体及归属逻辑——基于“农民”与“富
农”“工人”区分的研究》，《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期，第 70-80页。 

[美]罗纳德·科斯（2009）：《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德]马克思（2008a）：《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此为工作稿 

21 
 

[德]马克思（2008b）：《资本论》（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德]马克思（2008c）：《资本论》（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德]马克斯•韦伯（2011）：《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 

[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2004）：《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王伟译，上海：商务印
书馆。 

[美]奥利弗·哈特等（2016）：《不完全合同、产权和企业理论》，费方域、蒋士成译，格致出
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俄]恰亚诺夫（1996）：《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英]斯坦利·杰文斯（1997）：《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仝志辉、温铁军（2009）：《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兼对专业合作社
道路提出质疑》，《开放时代》第 5期，第 5-26页。 

[美]托马斯·格雷（2014）：《美国法的形式主义与实用主义》，田雷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万文凯、戴小燕（2019）：《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以后霍家村草莓专业
合作社为例》，载叶敬忠主编：《中国乡村振兴调研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美]西奥多•W•舒尔茨（2016）：《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英]亚当·斯密（2021）：《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杨团（2018）：《此集体非彼集体——为社区性、综合性乡村合作组织探路》，载《中国乡村
研究》第 14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英]约·斯·穆勒（2004）：《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刘进译，载《海
派经济学》2004卷第 3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美]约翰·康芒斯（2003）：《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寿勉成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美]詹姆斯·斯科特（2001）：《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
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 

张和堂（2008）：《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南区合作社》，载杨团、葛道顺编：《社会政策评
论》（第 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五常（2003）：《企业的契约性质》，载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2016a）：《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2016b）：《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商业贸易》,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2016c）：《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七编•互助合作》，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朱鸿召编（2014）：《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十二
卷），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 

Chayanov, A.V. (1991) The Theory of Peasant Co-operative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Hogeland, Julie A. (2006) “The Economic Culture of U.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Culture and 

Agriculture, Vol. 28, No. 2, pp. 67-79. 
Nourse, E. G. (1992) “The Place of the Cooperative in Our National Economy,”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Vol. 7, pp. 105-111. 



此为工作稿 

22 
 

Von Jhering, Rudolf (1924) Law as a Means to an End. The Macmillan Company. 
 

 
Williamson, Oliver E. (1979)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Vol. 22, No. 2, pp. 233-261. 
 

作者简介： 

李展硕，法学博士，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综合农协研究组成员，主要从事

农业合作社的经济和法律研究。 

 
 

 

 

 

 


